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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经济对要素收入分配的影响
———“收入效应”还是“生产率效应”?
文 强 楚天舒
内容提要: 本文考察国有经济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作用。基于第一次经济普查数据，构建“城
市－行业”单元为分析单位的数据指标，发现国有经济比重对劳动收入份额具有显著且稳健的正向影
响，与单使用地区或者行业层面数据得到的研究结论不同。进一步分析发现，国有经济主要通过提高
人均劳动者报酬( 收入效应) 的方式提高劳动收入份额，对人均劳动产出没有显著作用，因而不通过后
者产生影响( 不存在生产率效应) 。该发现有赖于使用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对劳动投入进行小时数调
整。国有经济因工人工作小时少，使用工人人数计算劳动生产率将导致向下的偏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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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收入分配问题在学术和政策实践方面都至关重要，关系到国计民生与长远可持续发展。十九大
报告指出，“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
盾”，进一步阐明了研究收入分配对中国的重大意义。收入不平等有多种内涵，其中一个重要维度是
初次分配。当生产完成，在市场的主导和政府的参与下，国民收入在劳动和资本之间进行初次分配，
形成“要素收入分配”，其中劳动收入份额是国民收入中劳动者报酬所占比重，它反映劳动相对于资本
在分享国民产出中的相对地位。
要素收入分配曾被视为政治经济学的首要问题( Atkinson，2009) ，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 NBEＲ)
因探讨要素收入分配的决定因素而建立( Krueger，1999) 。自 1950 年代起，研究发现劳动收入份额呈
现“恒定性”特征，即随着社会经济环境变迁，劳动收入份额没有趋势性变动( Gollin，2002) ，这淡化了
学界对要素收入分配的兴趣( Atkinson，2009) 。然而，自 1996 年起中国劳动收入份额出现下降( 白重
恩和钱震杰，2009a、2009b) ，自 1980 年代起出现世界范围内的劳动收入份额下降( Karabarbounis ＆
Neiman，2014) ，上述数据事实激励学界重新探究要素收入分配问题。
要素收入分配可能与国有经济有关。自 1980 年代起，大量发达经济体与转型国家开始私有化进
程( Estrin et al．，2009; Megginson ＆ Netter，2001) ，即政府将国有企业出售给私有经济主体。私有化对
宏观经济是系统性冲击，但其理念是追求效率而不考虑公平，这可能影响到要素收入分配。Azmat 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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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 2012) 基于 OECD 国家数据，发现公有制经济对劳动收入份额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揭示私有化是劳
动收入份额下降的重要原因。
中国也经历类似民营化过程。自 1995 年底起，政府执行以“抓大放小”为策略的国企改制，在
1996－2001 年间国有企业数量共计下降 40% ( 宋立刚和姚洋，2005) 。关于国有经济对要素收入分配
的影响，相关研究具有争议: 有文献发现，国有经济比重下降是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重要原因( 白重恩
等，2008; 白重恩和钱震杰，2010; 罗长远和张军，2009b) ; 相反，有研究认为劳动收入份额随着国有经
济比重的提高而下降( 李稻葵等，2009; 郭庆旺和吕冰洋，2011) 。那么国有经济对要素收入分配具体
发挥着什么作用呢?
本文首先思考目标变量的构建问题。国家统计局分别于 2004 年和 2008 年对国民经济核算统计
口径进行调整，其中 2004 年调整导致劳动收入份额在 2003－2004 年间骤降 6．3 个百分点，占 1995－
2004 年间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 59%( 白重恩和钱震杰，2009b) ，这给劳动收入份额的纵向比较带来挑
战。同时，各地区因人力、物力、财力约束，统计口径调整时间并不同步( 许宪春，2011) ，这影响到劳动
收入份额的横向比较。如使用校正统计口径后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文献中的不少结论不再稳健。
因此，本文不使用国民经济核算数据，而是使用口径统一的经济普查数据。
a．地区层面 b．行业层面
图 1 劳动收入份额与国有经济比重
基于普查数据，本文发现令人惊讶的现象: 如图 1 所示，以地区为单位，劳动收入份额与国有经济
比重之间呈正相关关系，而以行业为单位，二者呈负相关关系。这可能与地区或者行业异质性相关。
如表 1 所示，随着行业细分程度不断提高，城市间行业数量的差异越来越大，说明各地区的行业结构
存在差异。同理可知，行业的地区差异较为突出。在此情况下，如果不能在恰当的维度上加总数据，
可能导致实证结论偏误。
表 1 城市间工业行业数量差异
不平等指标
( 1) ( 2) ( 3)
2 位行业代码 3 位行业代码 4 位行业代码
变异系数( CV) 0．2703 0．5302 0．7561
基尼系数( Gini) 0．1454 0．3034 0．4060
泰尔指数( Theil) 0．0427 0．1515 0．2681
注: 根据第一次经济普查原始数据计算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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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可以直接使用微观数据以避免加总偏误呢? 从理论角度，劳动份额是宏观参数，使用微观数
据并不恰当。有鉴于此，本文使用“城市－行业”单元的概念构建劳动收入份额数据，这可以消除城市
与行业异质性的影响，同时依然构建的是宏观数据。在收入不平等研究中，Katz ＆ Murphy( 1992) 曾使
用多维度单元构建工资收入数据，本文的原理与之一致。数据构建的另一个考量是，文献基本使用劳
工人数计算劳动投入，但是劳工之间的工作小时数存在巨大差异( 见表 2) 。使用工作小时数可以改
善劳动投入设定( Feldstein，1967) ，因此本文结合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构建有效工作小时，而非使用人头
数来衡量劳动投入。
表 2 不同类型企业的工人学历结构和工人每周工作时间
受教育程度
( 1) ( 2) ( 3) ( 4)
国有企业 集体企业 私营企业 外资企业
A 部分: 工人学历结构
研究生 0．2456% 0．0969% 0．2420% 0．2444%
本科 5．7647% 1．7467% 3．2735% 3．2178%
专科 13．7751% 5．7504% 7．7601% 6．2981%
高中 40．4925% 31．5078% 32．6879% 34．0142%
初中及以下 39．7222% 60．8981% 56．0364% 56．2255%
总计 100% 100% 100% 100%
B 部分: 工人每周工作小时数
研究生 41．5000 41．5000 41．9415 41．9315
本科 43．6698 43．5776 44．3192 43．8858
专科 44．9494 45．1036 45．9579 45．7499
高中 47．2683 47．9262 49．1806 48．6991
初中及以下 48．5738 48．9905 50．6540 50．4131
注: 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分别是指实收资本金中国家资本、集体资本、私有资本和外商资本
中数量最高的企业，即控股企业。工人学历结构根据第一次经济普查原始数据计算所得; 工人每周工作小时数根据
2005 年 1%人口抽样调查原始数据计算所得。
基于“城市－行业”单元数据，本文实证考察国有经济对要素收入分配的影响，发现国有经济比重
对劳动收入份额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国有经济比重提高 1 个百分点，劳
动收入份额会显著提高约 0．1 个百分点，该结论具有稳健性。然而，当使用地区或行业层面数据时，国
有经济比重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结果差异较大。
既然国有经济可以显著提高劳动收入份额，那么政策相关问题是，“国有经济对劳动收入份额的
促进作用是否以经济效率为代价”? 现有观点存在较大差异: 一类研究认为国有企业支付了更高的劳
动者报酬( Azmat et al．，2012; 白重恩等，2008) ，从而形成劳动收入份额更高的情况; 另一类研究认为国
有企业具有较低的劳动生产率( 汪伟等，2013) 。如果国有经济因为其生产率低下而导致劳动收入份
额更高，那么通过促进国有经济比重来提高劳动收入份额将导致效率损失。相反，如果国有经济通过
提高报酬的方式促进劳动收入份额，那么通过提高国有经济比重来改善要素收入分配是可以探讨的
政策选择。
参考已有研究( 贾珅和申广军，2016) ，本文考察国有经济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机制，发现国有
经济比重对人均劳动者报酬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但是对人均劳动产出( 劳动生产率) 不具有显著影响，
即国有经济对劳动收入份额产生“收入效应”，但没有“生产率效应”。这一发现有赖于本文对劳动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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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入进行了小时数调整，当使用人头数目而不是有效工时计算劳动生产率时，国有经济比重对人均劳动
者报酬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人均劳动产出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即国有经济很可能具有低劳动生
产率。由此可见，忽视国有经济的工作小时投入低于其他所有制的事实，可能得出“国有经济劳动生
产率低”的结论。
本文的发现具有重要价值: 第一，确认了国有经济对理解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重要作用。近年来
大量研究探讨要素收入分配问题，现有研究主要从经济结构转型、有偏技术进步、产品和要素市场扭
曲三个方面探讨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因素( 王晓霞和白重恩，2014) ，本文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国
有经济的影响作用，发现国有经济比重下降可能是我国要素收入分配恶化的重要因素; 第二，丰富了
对国有经济的社会经济影响的理解。大量研究探讨国有经济的后果，大多认为国有企业不仅自身效
率低下，还对整体经济具有拖累作用( 刘瑞明，2013) 。近年来学者们也发现国有经济的效率并不低
下，甚至具有积极作用，例如张晨和张宇( 2011) 发现在竞争性行业中，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在财务
效率和技术效率上均不存在显著差异，荣兆梓( 2017) 发现公有资本的强大积累功能与增进人民福祉
结合是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主因。上述研究主要从“效率”角度考察国有经济的价值，本文则从收入
分配的角度，提出国有经济对于改善要素收入分配格局具有积极作用。
后文结构安排如下: 第二部分介绍数据情况; 第三部分介绍实证策略; 第四部分探讨国有经济对
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 第五部分探讨可能的机制; 第六部分总结全文。
二、数据
( 一) 数据来源
本文主要使用的数据是第一次经济普查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子数据库，共计有 276474 家企业的
基本信息和财务数据。该数据库不仅具有统计口径一致的优势，还提供了工人受教育程度、计算机数
量、工会情况等其他数据库少见提供的信息。作为补充，本文还使用 2005 年 1%人口抽样调查原始数
据的 20%子样本数据，该数据库提供了每一个工人的性别、受教育程度、工作企业类别、工作所在行业
和每周工作小时数等信息。通过对接人口数据与企业数据，可以得到更加精准的劳动投入情况。
( 二) 核心变量与构建方法
劳动收入份额。劳动收入份额是指国民收入中劳动者报酬所占比重，可使用“要素成本法”进行
测算( 白重恩等，2008) ，其中劳动者报酬定义为应付工资总额和应付福利费总额之和，资本收入定义
为营业利润和固定资产折旧之和，国民收入则为劳动者报酬与资本收入之总和。由于以单元为分析
单位，我们首先计算企业层面的劳动者报酬和资本收入，然后在单元内分别加总劳动者报酬与国民收
入，最终计算各单元的劳动收入份额。
国有经济比重。中国的基本经济制度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在国民经济
中不仅存在国有企业，而且在混合所有制企业中也存在比重不同的国有成分，准确衡量国有经济比重
比较困难。借鉴裴长洪( 2014) 的定义，本文使用“实收资本中国家资本金所占比重”衡量国有经济比
重。计算时首先在单元内分别加总实收资本和国家资本金，然后得到各单元的国家资本金占实收资
本比重。
人均劳动者报酬和人均劳动产出。根据劳动者报酬、国民收入以及工人数量数据，可以按人头数
目计算人均劳动者报酬和人均劳动产出。然而，不同类型企业的工人受教育程度( 人力资本) 结构存
在较大差异，并且相同受教育程度工人在不同类型企业的工作时间也存在较大差异( 见表 2) 。毋庸
讳言，不同人力资本的单位时间劳动投入不应等同看待，因此需要进行调整。本文以教育程度作为人
力资本的衡量指标，将企业内工人的受教育程度转化为受教育年限，然后以受教育年限为乘数对每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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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的劳动投入小时数进行调整，调整后的劳动投入小时称为“有效劳动投入”。在调整工作时间时，
需要解决企业数据与人口数据的对接问题，因为人口数据提供工作小时数等个人信息，但是不清楚其
所在企业，而企业数据并未提供工人的工作小时数。我们通过构建小单元来对接两个数据库: 基于人
口抽样调查数据，根据城市、行业、企业类型、受教育程度和性别等 5 个维度对劳动者进行分组，每组
即是一个小单元，然后计算小单元内的平均工作时间。同时，假定同一企业中相同性别和受教育程度
工人的工作时间相同，然后按照城市－行业－企业类型－受教育程度和性别这五个维度，形成与人口数
据对应的小单元。以小单元为单位，两个数据库成功对接。基于上述不同类型工人的工作小时数，可
以在企业层面计算工人总的工作小时数，最终可以按有效工作小时计算城市－行业层面的劳动投入、
人均劳动者报酬以及人均劳动产出。
其他变量。本文使用的控制变量基本是“比重”数据，在测算这些数据时，我们在单元内分别计算
分子和分母，然后计算得到各控制变量。各变量的定义与构建方法见下文实证模型部分。由于数据
中存在极端数值，为减小极端值对回归结果的影响，借鉴魏下海等( 2013) 的做法，我们将所有变量在
5%和 95%分位数处做 Winsorize 处理。
( 三) 描述统计
表 3 报告主要变量的描述统计。基于经济普查数据，共计得到 9031 个单元观测值。如表 3 的 A
部分所示，单元的平均劳动收入份额为 56．5%，但单元间的劳动收入份额差异较大，其中部分单元的
劳动收入份额大于 100%，这源于单元内部分企业的利润为负值。单元的人均劳动者报酬和人均劳动
产出的对数分别为 2．3 和 2．9，即分别为 9．7 万元和 18．2 万元。单元内的工人的劳动者报酬主要由工
资收入构成，其中工资收入占劳动者报酬的 82．2%。
B 部分给出调整劳动投入相关数据的统计信息。单元的平均工人数量为 10516．4 人，但是单元间
的差异非常大，其中最低工人数量为 2 人，最高工人数量为 1134838 人。单元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
10．2 年，但是单元间的差异较大，有的行业工人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 7．5 年，即该行业工人主要以初中
及以下学历为主，而有的行业工人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 15．9 年，即该行业工人主要以大专及以上学历
为主。单元的工人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为 49 小时，相当于每周工作 6 天，每天工作 8．2 小时左右，但是
在部分地区的部分行业，工人平均每周工作时间高达 96．4 小时，相当于一周工作 7 天，每天工作 13．8
小时左右，工作强度非常高。非常明显，如果忽略单元内工人的人力资本和工作时间的重大差异，很
可能影响到对工人的平均劳动者报酬和平均劳动产出的判断，进而影响实证结果。
表 3 主要变量描述统计
变量
( 1) ( 2) ( 3) ( 4)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A 部分: 主要因变量
劳动收入份额( %) 56．4992 25．6983 18．4762 114．0000
Log( 人均劳动报酬) 2．2664 0．4265 1．5563 3．1498
Log( 人均劳动产出) 2．8963 0．7291 1．6605 4．3840
Log( 人均工资) 2．1702 0．4107 1．4947 3．0238
Log( 人均福利) 0．6362 0．3316 0．0906 1．3405
B 部分: 劳动投入调整
工人数量 10516．4100 32405．2200 2．0000 1134838
人均受教育年限 10．2382 1．2102 7．5000 15．9382
人均每周工作小时 49．0155 5．4819 13．8554 96．4273
·83·
续表
变量
( 1) ( 2) ( 3) ( 4)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C 部分: 主要控制变量
国有经济比重( %) 24．3144 33．2574 0．0000 100．0000
资本产出比 0．5967 0．6320 0．0851 2．5791
出口比重( %) 10．1385 18．4319 0．0000 65．2469
外资比重( %) 12．1969 20．8655 0．0000 70．5197
融资约束( %) 2．5269 2．1479 0．0000 8．2153
政府补贴( %) 0．3547 0．7103 0．0000 2．7613
税率( %) 0．9608 1．1976 0．0360 4．8334
成本加成( %) 18．0752 10．7123 3．9789 43．7455
企业风险( %) 24．9873 23．0164 0．0000 81．8182
百人微机数 3．9406 3．6911 0．2158 13．8889
工会比重( %) 56．4172 30．0889 0．0000 100．0000
注: 根据经济普查和人口抽样调查原始数据计算的单元层面共计 9031 个观测值的数据整理所得。
C 部分给出影响劳动收入份额的主要因素的统计信息。可以看出，单元的国有经济比重的均值
为 24．3%，但是单元间的国有经济比重差异也较大，其中部分城市的部分行业全部由国有经济构成，
也有部分行业全部由非国有经济构成。其他指标也呈现类似特征。
三、实证策略
( 一) 基本模型
为了探讨国有经济比重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本文设置如下基本实证模型:
LSji =α·SOEji+Χ jiγ+δ j+i+ε ji ( 1)
其中 LSji表示第 j 个城市第 i 个行业的劳动收入份额，SOE 是各单元的国有经济比重，Χ 是影响劳
动收入份额的单元特征向量，δ 是城市固定效应， 是行业固定效应，ε 是影响劳动收入份额的不可观
测因素。在实证分析时，控制的单元特征如下: ( 1) 资本产出比。劳动收入份额与资本产出比之间存
在对应关系( Bentolila ＆ Saint－Paul，2003) ，当资本劳动替代弹性等于 1 时，劳动收入份额不随资本产
出比的变动而发生变化，当替代弹性大于( 小于) 1 时，劳动收入份额随资本产出比的提高而下降( 上
升) 。借鉴邵敏和黄玖立( 2010) 的做法，使用固定资产净值年平均余额与工业总产值的比重来衡量资
本产出比。
( 2) 全球化。全球化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影响劳动收入份额: 一是外资流入。邵敏和黄玖立
( 2010) 认为，外资流入导致“工资溢出效应”，并最终导致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罗长远和张军( 2009b)
与唐东波( 2011) 认为，中国的分权模式导致地方政府为争取 FDI 而开展竞争，削弱了劳动力议价能
力，导致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白重恩和钱震杰( 2010) 认为，由于外资的资本密集程度更高，并且也会
刺激内资企业提高资本密集程度，最终会导致劳动收入份额下降。二是国际贸易。现有研究就贸易
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尚存在争议，其中唐东波( 2011) 发现贸易显著提高了中国劳动收入份额，余淼
杰和梁中华( 2014) 发现贸易降低了资本品、中间投入品和技术引进成本，这会降低企业对劳动的需
求，从而降低劳动收入份额，而罗长远和张军( 2009b) 发现出口对劳动收入份额没有显著影响。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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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使用国外资本金占实收资本金比重以及出口交货值占销售额比重来衡量外资比重和出口比重。
( 3) 融资约束。当企业面临融资约束时，会采用利润留存方式进行内部融资，这会降低工人工资
水平。同时，由于运营资本受限，企业可能减少对工人的雇佣。两种机制同时存在，从而降低劳动收
入份额( 罗长远和陈琳，2012; 汪伟等，2013) 。借鉴贾珅和申广军( 2016) 的做法，使用利息占负债比重
来衡量融资成本，比重越高说明融资约束越严重。
( 4) 政府干预。当要素市场或产品市场存在不完全竞争时，劳动收入份额将偏离其完全竞争条件下
的水平( Bentolila ＆ Saint－Paul，2003) 。政府可以通过各种形式补贴干预经济，这可能改变生产要素或者
产品的相对价格，从而影响劳动收入份额。本文使用补贴收入占销售额比重来衡量政府干预程度。
( 5) 税率。税收可以通过“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影响要素收入分配，其中前者改变生产要素
的相对投入比例，而后者直接影响税后要素收益率( 郭庆旺和吕冰，2011) 。本文使用主营业务税金及
附加占主营业务收入比重来衡量税率。
( 6) 垄断力量。垄断租金是资本收入的重要构成部分，当企业垄断力量增强时，资本收入比重会
有所提高，相应地劳动收入份额会有所下降( 白重恩等，2008; 白重恩和钱震杰，2009b) 。借鉴白重恩
等( 2008) 的做法，使用企业的价格加成比来衡量垄断力量。
( 7) 企业风险。较低企业的经营风险，对应着较高的工人的努力程度，对应着更迅速的产出增长，
但是由于工人的工资增长速度低于企业产出增长速度，最终会导致劳动收入份额与企业风险的正相
关关系( 贾珅和申广军，2016) 。与贾珅和申广军( 2016) 的做法相同，使用企业的亏损率来衡量企业经
营风险。
( 8) 计算机。计算机可以部分地代替工人工作，那么计算机的普及会导致对工人的需求降低，从
而降低劳动收入份额( 邢春冰和李春顶，2013) 。与邢春冰和李春顶( 2013) 的做法相似，使用每百人计
算机数量来衡量计算机拥有情况。
( 9) 工会。从根本上讲，劳动收入份额与工人的谈判能力有关，工人谈判能力下降是中国劳动收
入份额下降的重要原因( 李稻葵等，2009; 唐东波，2011) 。发达国家的劳资谈判主要通过工会进行，而
工会在中国也广泛存在，因此工会可能影响劳动收入份额。参照 Chu ＆ Wen( 2017) 的做法，使用设立
工会的企业数占总企业数的比重衡量工会覆盖率。
( 二) 潜在内生性问题
基于实证模型( 1) ，可以使用最小二乘法( OLS) 考察国有经济与劳动收入份额的关联，但研究结
论可能受到“内生性”的影响: 首先，当存在遗漏变量，特别是遗漏变量与国有经济比重相关时，OLS 将
得到有偏结论。然而，本文存在“遗漏变量”偏误的可能性很小: 第一，控制了地区固定效应。由于各
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制度环境也存在差异，不可观测的地区因素可能影响研究结论。控制地区固
定效应能够排除地区因素的干扰; 第二，控制了行业固定效应。由于各行业生产技术存在较大差异，
面临的政策环境等也各有不同，不可观测的行业因素可能影响研究结论。控制行业固定效应能够排
除行业因素的干扰; 第三，尽可能控制了其他因素的影响。文献识别了一系列因素对劳动收入份额的
影响，其中不少影响因素之间存在相关性，忽略部分影响因素可能影响研究结论。本文控制了文献已
识别的诸多因素，能尽量减少遗漏变量偏误。实证分析时我们也使用 Oster( 2017) 发展的系数稳定性
检验方法考察不可观测因素对研究结论的影响，发现结论具有稳健性。
其次，当关键变量存在测量误差，特别是国有经济比重的测量误差与不可观测因素相关时，OLS
估计存在偏误。本文存在“测量误差”偏误的可能性较小，因为使用经济普查数据一方面保证统计口
径的一致性，另一方面不存在抽样误差。作为补充，我们也使用其他指标衡量劳动收入份额与国有经
济比重，更加严谨地消减测量误差的可能影响。
再次，如果劳动收入份额影响国有经济比重，这可能影响研究结论。本文存在“逆向因果”的可能
性较小: 第一，经济普查数据反映 1996－2002 年国企改革后的基本经济格局，而国企改革的目标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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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改善要素收入分配格局; 第二，尽管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提高劳动收入份额，但正式提出“提高劳动报
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是 2011 年发布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并未影响
到早期国企改革政策的制定。
( 三) 影响机制探讨
如果国有经济比重对劳动收入份额具有显著影响，我们将进一步探讨可能的机制。从理论上讲，
劳动收入份额是劳动者报酬占国民收入比重，具体表示为
LS=COMP*
L
GDP
=COMP
PＲOD
( 2)
其中 COMP 是人均劳动者报酬，L 是劳动投入，GDP 是国民产出，PＲOD=
GDP
L 是人均产出
，也称为
“劳动生产率”。由式( 2) 可知，劳动收入份额是人均劳动者报酬与劳动生产率的比值，那么国有经济
可能通过影响人均劳动者报酬或者劳动生产率的方式影响劳动收入份额( 贾珅和申广军，2016; 魏下
海等，2013) 。机制分析实证模型可设定为
log( Yji ) = ρ·SOEji+Χ jiπ+σ j+τi+eji ( 3)
其中 Y 是人均劳动者报酬 COMP 或者劳动生产率 PＲOD，SOE 是各单元的国有经济比重，Χ 是实
证模型( 1) 中影响劳动收入份额的其他特征，σ 与 τ 分别是城市固定效应和行业固定效应，e 是不可观
测误差项。
结合式( 2) 和式( 3) ，当国有经济比重对人均劳动者报酬具有显著正向( 负向) 影响时，劳动收入
份额随国有经济比重提高而上升( 下降) ，当国有经济比重对劳动生产率具有显著正向( 负向) 影响
时，劳动收入份额随国有经济比重提高而下降( 上升) 。因此，国有经济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存在
“收入效应”和“生产率效应”两条渠道。
四、国有经济与劳动收入份额: 实证结果与分析
( 一) 基本分析
基于单元数据与实证模型( 1) ，本文考察国有经济比重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结果显著、稳健并
具有较强解释能力: 第一，如表 4 第( 1) 列所示，当控制地区固定效应和行业固定效应后，国有经济对
劳动收入份额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具有较强的解释能力。当国有经济比重上升 1 个百分点，劳动
收入份额会显著提高约 0．14 个百分点。Ｒ 平方显示，国有经济比重与城市效应和行业效应一起，能够
解释劳动收入份额差异的 29．2%，具有较强的解释能力。因此，国有经济的发展很可能促进劳动收入
份额的提高; 第二，在额外控制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因素之后，如表 4 第( 2) －( 11) 列所示，国有经济
对劳动收入份额仍然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当国有经济比重上升 1 个百
分点时，劳动收入份额将显著提高 0．09－0．15 个百分点; 第三，其他因素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与文献
一致。如表 4 第( 11) 列所示: ( a) 资本产出比对劳动收入份额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这表示资本－劳动
替代弹性大于 1; ( b) 劳动收入份额随出口比重提高而上升，随外资进入比重提高而下降; ( c) 融资约
束和政府干预会将低劳动收入份额，但是税收会提高劳动收入份额; ( d) 垄断力量越强，劳动收入份额
越低; ( e) 企业面临的风险越高，劳动收入份额越高; ( f) 企业的计算机普及程度越高，劳动收入份额越
低; ( g) 工会力量越强，劳动收入份额越高。
在考察劳动收入份额决定因素的相关文献中，已有研究或者使用地区层面数据，或者使用行业层
面数据。对文献分析后发现，同一影响因素在不同研究中并不稳健。在考察国有经济比重与劳动收
入份额的关系时，使用以地区为单位的数据往往得出正向关系( 罗长远和张军，2009b) ，而使用以行业
为单位的数据得出了复杂关系( 张相伟和陆云航，2014) 。很可能数据加总方式影响到研究结论，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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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进行验证: 首先，如表 5 第( 1) 和第( 2) 列所示，当使用地区加总数据时，国有经济比重对劳动收
入份额的影响的显著性有赖于加总程度。当使用省份( 2 位地区代码) 层面数据时，国有经济比重对
劳动收入份额具有正向影响，但是该影响不具有统计意义上的显著性; 当使用城市( 4 位地区代码) 层
面数据时，当国有经济比重提高 1 个百分点时，劳动收入份额将显著上升约 0．07 个百分点。虽然地区
细分程度对研究结论产生影响，总的来说，实证结果倾向于正向作用，而且很可能加总到省份层面使
得数据丢失了重要信息。
其次，当使用行业层面数据时，如表 5 第( 3) 和第( 4) 列所示，国有经济比重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
响的方向不确定，并且不显著。张相伟和陆云航( 2014) 使用面板数据，发现控制行业固定效应后，影
响系数显著为负，而不加控制则显著为正，这揭示数据所含信息之复杂性。数据所展示的关系有可能
因加总方式而有所变化，导致不同结论。
再次，当使用地区或行业层面数据时，如表 5 第( 1) －( 4) 列所示，文献中探讨的其他因素对劳动
收入份额的影响并不稳健。在控制的所有因素中，仅有百人微机数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显著的负向影
响不随数据的不同而改变，其他因素或者对劳动收入份额影响的显著性发生变化( 例如，资本产出比、
出口比重、政府补贴、成本加成) ，或者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的方向发生变化( 例如，外资比重、融资
约束、税率、企业风险、工会) ，与使用单元层面的数据得到的结论存在较大差异。本文倾向于认为，这
是因为在加总过程中失去太多数据信息的缘故。
表 4 国有经济比重与劳动收入份额
变量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 10) ( 11)
国有经济比重 0．1359＊＊＊ 0．1261＊＊＊ 0．1322＊＊＊ 0．1259＊＊＊ 0．1364＊＊＊ 0．1376＊＊＊ 0．1504＊＊＊ 0．0949＊＊＊ 0．1414＊＊＊ 0．1372＊＊＊ 0．0910＊＊＊
( 0．0109) ( 0．0108) ( 0．0110) ( 0．0108) ( 0．0111) ( 0．0109) ( 0．0102) ( 0．0094) ( 0．0105) ( 0．0110) ( 0．0087)
资本产出比 2．8973＊＊＊ 1．8471＊＊＊
( 0．7128) ( 0．6282)
出口比重 0．1089＊＊＊ 0．0552＊＊＊
( 0．0191) ( 0．0156)
外资比重 －0．0768＊＊＊ －0．0887＊＊＊
( 0．0171) ( 0．0142)
融资约束 －1．7788＊＊＊ －1．3689＊＊＊
( 0．1378) ( 0．1168)
政府补贴 －0．1435 －0．8793＊＊
( 0．4057) ( 0．3473)
税率 －0．9910＊＊＊ 0．7088＊＊＊
( 0．2939) ( 0．2431)
成本加成 －0．8014＊＊＊ －0．5681＊＊＊
( 0．0357) ( 0．0343)
企业风险 0．4586＊＊＊ 0．3993＊＊＊
( 0．0125) ( 0．0122)
百人微机数 －1．7690＊＊＊ －1．3339＊＊＊
( 0．1096) ( 0．0946)
工会比重 －0．0059 0．0228＊＊
( 0．0121) ( 0．0103)
Ｒ 平方 0．2916 0．2936 0．2954 0．3084 0．2916 0．2927 0．3559 0．4150 0．3233 0．2916 0．4847
注:＊＊＊、＊＊、* 分别表示通过 1%、5%和 10%的显著性检验，括号内的值为城市层面进行聚类调整的稳健标准
误。所有回归均控制城市固定效应与行业固定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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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国有经济比重与劳动收入份额( 地区 /行业加总数据)
变量
( 1) ( 2) ( 3) ( 4)
2 位地区代码 4 位地区代码 2 位行业代码 4 位行业代码
国有经济比重
0．1814
( 0．1224)
0．0675*
( 0．0350)
0．0471
( 0．1334)
－0．0152
( 0．0567)
资本产出比
15．8627＊＊＊
( 5．2131)
2．7622
( 2．3763)
6．5802
( 6．3716)
0．0023
( 4．8852)
出口比重
0．4511
( 0．3284)
0．1994＊＊
( 0．0864)
0．2612＊＊＊
( 0．0607)
0．2381＊＊＊
( 0．0315)
外资比重
－0．0394
( 0．1709)
－0．1333＊＊
( 0．0659)
0．1400
( 0．0823)
－0．1379＊＊＊
( 0．0420)
融资约束
0．8587
( 2．2804)
－1．3454＊＊＊
( 0．4941)
－7．4575＊＊＊
( 2．2102)
－7．2604＊＊＊
( 0．7945)
政府补贴
7．9694
( 8．7444)
4．4857＊＊＊
( 1．2812)
0．0621
( 3．4548)
2．6690
( 2．0367)
税率
2．9604
( 1．8206)
0．7816＊＊
( 0．3657)
－2．1428＊＊
( 0．8505)
1．0200
( 1．7591)
成本加成
－1．2481＊＊
( 0．5361)
－0．7442＊＊＊
( 0．1133)
－0．1627
( 0．1145)
－0．2932＊＊
( 0．1158)
企业风险
－0．0802
( 0．2188)
0．1873＊＊＊
( 0．0544)
－0．3871
( 0．3185)
0．1195
( 0．0948)
百人微机数
－1．4317*
( 0．7696)
－2．2982＊＊＊
( 0．2806)
－2．8388＊＊＊
( 0．4582)
－1．0324＊＊＊
( 0．1669)
工会比重
－0．0942
( 0．3263)
－0．0238
( 0．0555)
0．4700＊＊＊
( 0．1389)
0．2288＊＊＊
( 0．0695)
观测值 31 344 39 523
Ｒ 平方 0．6290 0．3696 0．8643 0．3486
注:＊＊＊、＊＊、* 分别表示通过 1%、5%和 10%的显著性检验，括号内的值为稳健标准误。
表 5 的实证结果，揭示数据加总方式对实证研究结论的巨大影响。本文不仅发现上述显著的实
证关系，还发现新的数据构建方式，从而理想地保存了数据中所包含的信息。缘由如下: 第一，各地区
的行业结构存在较大差异。使用变异系数、基尼系数以及泰尔指数三个指标来衡量城市间行业数量
的差异，指标的值越大，表示城市间行业数量的差异越大。如表 1 所示，无论是使用哪一个指标，当行
业细分程度越高时，各城市拥有的行业的数量差异越大，即城市间的行业构成存在较大差异。在实证
研究中，鲜有指标能够准确衡量各地区的产业结构差异，这可能导致遗漏变量偏误。因此，使用地区
层面加总的数据可能使这些差异形成过大的噪音，影响实证结论。
第二，现成数据不能准确衡量行业层面的劳动收入份额。《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提供行业
层面数据，被广泛用于探讨劳动收入份额的决定因素。该数据不报告劳动者报酬，学者们一般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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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资作为劳动者报酬的代理变量。然而，劳动者报酬包括工资收入和福利收入( 许宪春，2013) ，使
用工资数据不足以准确反映劳动者报酬。当然，如果工资收入和福利收入存在某种固定的比例关
系，可以使用工资反推劳动者报酬。然而，工资收入和福利收入的比值在不同行业间存在较大差
异。如表 6 所示，随着行业细分程度不断提高，行业间工资收入和福利收入比值的差异越来越大，
这说明工资不是劳动者报酬良好的代理变量。除此之外，政府在不同行业开展国企改制的力度存
在差异( 白重恩等，2006) ，特别是在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行业改制力度较弱，那么使用行业层面信
息还存在样本选择问题。因此，使用行业层面数据将因上述因素而在加总后产生较大噪音，最终影
响实证结论。
表 6 行业间工资收入和福利收入比值差异
不平等指标
( 1) ( 2) ( 3)
2 位行业代码 3 位行业代码 4 位行业代码
变异系数( Coefficient of Variation) 0．2722 0．2917 0．3780
基尼系数( Gini Index) 0．1404 0．1468 0．1688
泰尔指数( Theil Index) 0．0364 0．0402 0．0566
注: 根据第一次经济普查原始数据计算所得。
( 二) 潜在内生性问题
前文发现国有经济比重对劳动收入份额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本小节就潜在内生性问题进行分析，
发现研究结论具有稳健性①。首先，“遗漏变量”对研究结论的影响很小。如表 7 所示，基于 Oster
( 2017) 发展的方法，当使用 Bellows ＆ Miguel( 2009) 提出的规则选择 Ｒmax，国有经济比重对劳动收入
份额的影响介于 0．0571－0．0910 之间，0 不在该区间范围内，同时 δ 的估计值为 2．6881，远大于 1，说明
不可观测因素对估计系数的干扰很小; 当使用 Oster( 2017) 提出的规则选择 Ｒmax，国有经济比重对劳动
收入份额的影响介于 0．0460－0．0910 之间，同时 δ 的估计值为 2．0239，亦说明不可观测因素对估计系
数的干扰很小。
表 7 估计系数稳定性检验
Ｒmax选择方法
( 1) ( 2)
边界 δ
Bellows ＆ Miguel ( 2009) ［0．0571，0．0910］ 2．6881
Oster ( 2017) ［0．0460，0．0910］ 2．0239
其次，“测量误差”对结论的干扰很小。劳动者报酬和资本收入之和衡量“总”国民收入，前文计
算的劳动收入份额称为“总劳动收入份额”。从生产角度看，固定资产折旧属于资本收入，但从需求角
度看，固定资产折旧不属于资本收入( Ｒognlie，2015) ，因此可使用劳动者报酬占国民收入减去固定资
产折旧的比重衡量“净劳动收入份额”。在实证研究中，也广泛使用国有企业比重、国有企业销售额比
重或国有企业就业比重衡量国有经济比重，我们将国家资本金比重超过 50%的企业定义为国有企业，
并计算上述国有经济比重。如表 8 所示，无论使用何种指标衡量劳动收入份额与国有经济比重，国有
经济比重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显著正向影响不受衡量指标的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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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剔除极端值的影响，并在不同细分程度的地区和行业层面定义单元，结论也具有稳健性。
表 8 其他衡量指标
变量
( 1) ( 2) ( 3) ( 4)
资本金比重 企业数比重 销售额比重 就业数比重
A 部分: 总劳动收入份额
国有经济比重
0．0910＊＊＊
( 0．0087)
0．1127＊＊＊
( 0．0108)
0．0803＊＊＊
( 0．0087)
0．0877＊＊＊
( 0．0085)
Ｒ 平方 0．4847 0．4851 0．4836 0．4844
B 部分: 净劳动收入份额
国有经济比重
0．1329＊＊＊
( 0．0143)
0．1542＊＊＊
( 0．0158)
0．1107＊＊＊
( 0．0129)
0．1261＊＊＊
( 0．0133)
Ｒ 平方 0．4719 0．4714 0．4704 0．4714
注:＊＊＊、＊＊、* 分别表示通过 1%、5%和 10%的显著性检验，括号内的值为城市层面进行聚类调整的稳健标准
误。资本金比重、企业数比重、销售额比重和就业数比重分别是衡量国有经济比重的指标。控制变量与表 4 相同。共
有 9031 个观测值。
五、国有经济、劳动者报酬和劳动生产率
( 一) 基准分析
前文发现国有经济比重对劳动收入份额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本小节进一步探讨其影响机制。根
据实证模型( 3) ，我们分别考察国有经济比重对人均劳动者报酬或人均劳动产出的影响。按照文献做
法，我们首先根据工人数量计算人均收入和生产率，以此作为基准。
表 9 机制分析( 基准分析)
变量
( 1) ( 2) ( 3) ( 4)
Log( 人均劳动者报酬) Log( 人均劳动产出) Log( 人均工资) Log( 人均福利)
国有经济比重
0．0759＊＊＊
( 0．0148)
－0．0808＊＊＊
( 0．0228)
0．0698＊＊＊
( 0．0142)
0．0583＊＊＊
( 0．0129)
Ｒ 平方 0．6206 0．6269 0．6171 0．5261
注:＊＊＊、＊＊、* 分别表示通过 1%、5%和 10%的显著性检验，括号内的值为城市层面进行聚类调整的稳健标准
误。控制变量与表 4 相同。表中的系数和标准误均乘以 100。共有 9031 个观测值。
如表 9 所示: 首先，国有经济对人均劳动者报酬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如第( 1) 列所示，当国有经济
比重提高 1 个百分点，人均劳动者报酬将显著提高 0．076%，即国有经济支付了更高的劳动者报酬。
进一步地，我们将劳动者报酬分为工资与福利收入，如第( 3) 和第( 4) 列所示，当国有经济比重提高 1
个百分点，人均工资收入将显著提高 0．07%，人均福利收入将显著提高 0．058%，即国有经济不仅支付
了更高的工资，也提供了更好的福利，已有研究相一致。例如，Démurger et al． ( 2012) 基于中国居民收
入调查( CHIP) 2002 年数据以及中国城市、农村和流动人口居民收入调查( ＲUMIC) 2007 年数据，发现
国企工人的收入更高，尽管国企和非国企工人的收入差距在缩小，但是差距依然存在，并且工人的禀
赋差异对收入差距的解释能力越来越强; 陆正飞等( 2012) 基于中国 1999－2009 年 A 股上市公司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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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发现国有企业支付了更高工资，即使考虑到职工教育背景以后，研究结论依然稳健。
其次，国有经济对人均劳动产出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如第( 2) 列所示，当国有经济比重提高 1 个
百分点，人均劳动产出将显著降低 0．081%，即国有经济的劳动生产率更低，与文献一致( 刘瑞明，
2013) 。本文使用“人均劳动产出”衡量劳动生产率，与“技术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等衡量生产率
的指标有所不同，但是该指标直接反映了劳动的投入－产出关系，特别是在控制资本投入的情况下，该
指标可以代表劳动生产率。
综上所述，当使用工人数量衡量劳动投入时，国有经济支付了更高的劳动者报酬，但是其劳动生
产率更低。由于人均劳动者报酬是分子而生产率是分母，这两个因素分别一升一降所导致的影响方
向相同，对于劳动收入份额的整体作用为正。
( 二) 进一步分析
基准分析假定工人具有“同质性”，但实际上工人间存在较大的异质性: 首先，不同类型企业工人
的学历构成存在较大差异。如表 2 所示，国有企业的工人以高中及以上学历为主，其中专科及以上学
历的工人占该类企业工人的 20%左右，而集体企业、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工人以较低学历为主，其
中初中及以下学历的工人占比超过 56%。
其次，不同类型企业工人的每周工作时间存在较大差异。如表 2 所示，研究生学历工人在国有、
集体、私营以及外资企业等四类企业中的工作时间基本一致，平均每周工作 41．5 小时以上，相当于每
周工作 5 天，每天工作 8．3 小时以上。随着受教育程度的下降，工人在四类企业中的工作时间都有所
增加，而在非国企的工作时间增加更多，其中初中及以下学历工人在国有企业的每周工作时间为 48．6
小时，在私营企业达到了 50．7 小时。
考虑到上述异质性，本小节按照受教育程度和工作小时对劳动投入进行调整。根据有效工时计
算的人均劳动者报酬和劳动生产率，部分实证结论发生变化。不变的结论是，国有经济比重对人均劳
动者报酬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如表 10 第( 1) 列所示，无论对劳动投入进行受教育程度调整、工作时间
调整，还是同时调整受教育程度和工作时间，人均劳动者报酬都随着国有经济比重的提高而显著上
升，与前文发现一致。进一步地，我们区分国有经济比重对人均工资收入和人均福利收入的影响，如
表 10 第( 3) －( 4) 列所示，人均工资收入和人均福利收入都随着国有经济比重的提高而显著上升，即
国有经济支付了更高的工资并提供了更好的福利，与前文发现一致。
表 10 机制分析( 调整工人受教育程度和工作小时数)
变量
( 1) ( 2) ( 3) ( 4)
Log( 人均劳动者报酬) Log( 人均劳动产出) Log( 人均工资) Log( 人均福利)
A 部分: 调整工人受教育程度
国有经济比重
0．1053＊＊＊
( 0．0274)
－0．2145＊＊＊
( 0．0535)
0．0891＊＊＊
( 0．0252)
0．0317＊＊＊
( 0．0082)
Ｒ 平方 0．5885 0．6050 0．5845 0．4959
B 部分: 调整工人每周工作时间
国有经济比重
0．2683＊＊＊
( 0．0396)
－0．0849
( 0．1023)
0．2307＊＊＊
( 0．0352)
0．0434＊＊＊
( 0．0076)
Ｒ 平方 0．6185 0．6120 0．6141 0．5360
C 部分: 调整工人受教育程度和每周工作时间
国有经济比重
0．2295＊＊＊
( 0．0421)
－0．1901
( 0．1417)
0．1880＊＊＊
( 0．0367)
0．0335＊＊＊
( 0．0067)
Ｒ 平方 0．5816 0．5777 0．5767 0．5048
注:＊＊＊、＊＊、* 分别表示通过 1%、5%和 10%的显著性检验，括号内的值为城市层面进行聚类调整的稳健标准
误。控制变量与表 4 相同。表中的系数和标准误均乘以 100。共有 9031 个观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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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国有经济比重对人均劳动产出的负向影响不再显著。如表 10 第( 2) 列所示，当仅调整工人
的受教育程度时，国有经济比重对人均劳动产出依然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与前文发现一致，但是调
整工作时间以后，无论是仅调整工作时间，还是同时调整工作时间和受教育程度，国有经济比重对人
均劳动产出不具有显著影响，与前文发现不同，即“国有经济的劳动生产率更低”不一定成立，这是全
新的发现。由此可见，在按人头数计算时，国有经济似乎显示出“低劳动生产率”，但实际低的并非是
生产率，而是工作小时数。从直觉来说，这符合逻辑，因为国有企业被公认更加能够保障员工的工作
条件和福利，那么加班时间少也是正常。而工作时间少直接导致产出受影响，如果按照人头计算生产
率，就无法把这个因素考虑在内，导致国有经济劳动生产率低的表面结论。
国有企业工作时间更短是否合理呢?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三十六条规定，“国家实行劳动
者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八小时、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四十四小时的工时制度”，《国务院关于职工
工作时间的规定》第三条规定，“职工每日工作八小时、每周工作四十小时”。由此可见，即使是研究生
学历的工人，在国有企业每周的平均工作时间也超过了国务院的相关规定，而初中及以下学历的工
人，即使在国有企业工作，每周的平均工作时间也超过了《劳动法》的相关规定，即“超时工作”在中国
普遍存在。因此，相对于非国有企业而言，国有企业的每周工作时间更接近于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对劳动投入进行调整后，国有经济不再表现出低劳动生产率，这是本文的重要发现，揭示出国有经济
并不一定天然生产率低。应当注意的是，本文没有就国企与非国有企业的劳动生产率直接进行比较，而
是实证显示国有经济比重对劳动生产率没有显著影响，二者并非完全一致。虽然如此，目前研究使用人
头数衡量劳动投入，忽视国企员工工作小时数更短的事实，必然夸大国企的低劳动生产率。
本文的关键结论依赖于用小时数衡量劳动投入以及劳动生产率，在经典文献中，这个问题早已被
关注，Feldstein( 1967) 提出使用平均工作小时数可以改善劳动投入的设定，使得弹性系数的计算发生
变化。在讨论真实经济周期的经典论文中，Kydland ＆ Prescott( 1982) 特别指出，周期中的产出变化是
由于工作小时数的不同，而非劳动生产率。
六、结论
近期文献发现，自 1980 年代起，世界范围内的劳动收入份额开始下降，自 1996 年起，中国的劳动
收入份额持续下降。要素收入分配恶化，可以通过加剧收入不平等等方式影响到经济的持续健康发
展，这引起学界与政府的高度关注。本文注意到，无论是从世界范围看还是从中国看，与劳动收入份
额下降同期发生的是国有经济比重的不断下降。二者是否有着必然联系? 如果国有经济比重下降导
致了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其机制是什么?
在考察文献中争议性结论之后，本文发现数据构造对于研究结论产生关键影响，因此通过构建数
据单元的方式进行研究。利用数据单元，还可以链接经济普查和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对工人的劳动投
入进行人力资本和工作小时数调整，这是本文的一个特别贡献。
利用单元层面数据，本文发现国有经济比重可以显著提升劳动收入份额，该结论非常稳健，其政
策含义是，提高国有经济规模对于改善要素收入分配有积极作用。在机制方面，实证结论显示，国有
经济比重对人均劳动者报酬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对劳动生产率不具有显著影响。前者与文献结论
一致，后者则具有一定的颠覆性。进一步分析发现，国有经济是否降低生产率，关键在于是否使用工
作小时数衡量劳动投入。由于国有企业的平均工作小时数低于非国有企业，使用人头数计算生产率，
将得到国有经济生产率低下的误导性表面结论。本文虽未直接对比国有企业与非国企的生产率，但
至少说明二者的劳动生产率差距可能被夸大了。上述结论具有深远的政策意义，如果国有经济的生
产率并不那么低下，那么倡导进一步“私有化”失去了一个关键支持。由此可见，国有企业的改革将需
要在其他方面进行，而非直接私有化了事。特别是，考虑到国有经济在要素收入分配中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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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不应该进行私有化，还应当探讨是否增加国有经济规模，以及如何增加等问题。
本文的研究发现揭示，劳动投入的衡量应当尽可能使用小时数，与经典文献( Feldstein，1967; Kyd-
land ＆ Prescott，1982) 相一致。进一步地，国有经济对于改善要素分配有积极作用，同时不一定具有
生产率低下的副作用，在政策方面的推论是不应当通过私有化的方式进行国企改革。本文还引出更
深入的问题需要解答: 比如，没有了显著的低生产率问题，以劳动投入小时数来衡量，国有经济与非国
有经济在经济增长与效率方面各自起着什么样的作用? 如何全面认识国有经济与非国有经济之间的
对立统一关系? 更深刻的问题是，政府干预与市场如何进行结合，才是最有效的平等的可持续的经济
发展道路? 由于数据和篇幅所限，本文不能就这些问题进行研究，将留待以后去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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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act of State－owned Economy on Factor Income Distribution:
“Income Effect”or“Productivity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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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impact of state－owned economy ( SOE) on labor income share． By using the first Eco-
nomic Census data，we construct“city－industry”cell as the unit of analysis，and find that the share of SOE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labor income share，differing from that of literatures using regional aggregates or industry aggregates． Further
analyses results indicate that，the share of SOE significantly increase labor compensation per capita( “income effect”) ，while
having no significant impacts on labor productivity ( no“productivity effect”) ． We obtain these findings since we link the Popu-
lation Sampling Survey data and measure labor input by using working hours． Due to the fact that workers of state－owned enter-
prises work less hours，output per capita will underestimate labor produc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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